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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同时面对发达国家 “去工业化”后的一些不良后果，我们对制造业和

服务业关系的认识以及相应的政策导向也在发生变化。如何看待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关系，对中国当前经

济发展，尤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为重要。本文一方面从理论角度探究服务业兴起与发展的原因，揭示

出服务业以制造业为基础和条件; 另一方面从经验角度，利用投入产出数据，进行跨国比较，研究两者

的关系及其对经济的影响。通过这些分析，本文为中国结构转型中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合理定位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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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西方发达国家在产业结构的演进过程中服务

业在产值和就业份额中不断上升，而制造业份额

则相对下降，英国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1］把这

一现象归纳为三次产业演进规律。中国经济在改

革开放以来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增长，但 2008 年金

融危机之后，特别是 2012 年以来，经济进入相对

较低的增长阶段。在前后两个阶段，我们对于制

造业与服务业的关系的认识似乎也在不断变化。
高速增长阶段，总体上依赖投资与出口的拉动，

在产业结构上表现为制造业的强劲增长，在政策

层面我们则努力推动服务业的发展，甚至以服务

业的比重作为地方经济发展好坏的一个评价指标。
这一方面出于缓解中国巨大的人口与就业压力的

目的，但另一方面也与对三次产业演进规律的认

识有关，把服务业比重的提升看作结构升级的标

志。然而，当中国经济面对下行压力时，起初我

们把启动消费和扩大服务业作为经济转型升级的

重点，但面对发达国家 “去工业化”后所带来的

种种恶果时，我们又开始重新认识到制造业的重

要性，提出了《中国制造 2025》的发展规划。如

何看待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系，特别是当前中国

经济处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转型升级的关键时

期，对于明确结构转型路径，显得尤为迫切。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制造

业与服务业关系进行探讨。一是从理论的角度，

结合对西方已有研究的分析性评述，提出制造业

与服务业关系的性质; 二是在理论分析基础上，

从经验的角度，选择当前世界上制造业最为发达

的国家，即美国、德国、日本和中国，利用这些

国家的投入产出及相关数据，进行比较研究。最

后，对理论与经验分析的结果进行总结。本文试

图从理论与经验两个角度来说明，在当今世界各

国服务业比重越来越高的背景下，为什么我们仍

要高度重视制造业。希望以此为中国新时期结构

转型升级提供借鉴。

1 从成本病到生产者服务业: 理论演

进的一个分析性评述

在克拉克的产业演进规律中，收入水平的提

高，进而消费结构的转型被认为是服务业兴起的

主要原因。维克多·富克斯［2］比较早地关注了这

一现象，把服务业不断扩大的经济发展阶段称之

为“服务经济”，并试图给出这一现象产生的原

因。然而，富克斯基于美国数据的分析表明，人

均收入的增长并不能成为其主要原因。随着收入

的增长，对服务业的需求弹性只是略微地高于对

货物的需求弹性。在富克斯［3］1968 年在 NBEＲ 发

表的研究成果中，他进一步把自己的研究归纳为

对三个假设的检验: 一是服务业收入的需求弹性

是否大于 1，从而使得在经济增长中服务业的份额

逐步扩大; 二是经济增长中专业化和自动化，使

得服务业从企业和家庭中独立出来，同时也变得

更有效率，更高的服务质量增加了需求; 三是服

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要低于农业和工业，从而需要

更多的就业，然而意味着更高的平均成本，如果

人们对服务业价格的上升相对并不敏感，这也意

味着服务业就业份额的扩大。对上述三个假设，

富克斯利用 1929—1965 年美国数据分析的结论是，

尽管每个说法都有一定的作用，但主要的原因是

最后一个假设，也就是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的滞后。
富克斯富有创见性的分析几乎涵盖了此后所有研

究的主题，既讨论了收入增长与需求弹性的问题，

也讨论生产率的部门差异问题，而后者经过同一

时期鲍莫尔［4］ 的进一步分析，提出了 “成本病”
概念而为众人所熟知。鲍莫尔利用了一个两部门

模型，分析了由于部门生产率的差异，导致的服

务业部门产出和就业份额的扩大。一方面生产率

落后部门需要越来越多的劳动的投入，从而带来

就业向服务部门的转移，另一方面尽管服务业部

门生产率低下，然而在工资水平上却要求在两个

部门之间均等化，使经济在长期面临成本增长的

压力。因此，鲍莫尔的分析以模型的方式更为深

化了富克斯的观点，人们将鲍莫尔所提出的经济

转型过程中，服务业上升带来的工资成本上升称

之为“成本病”。
“成本病”概念的提出，使人们对这一问题的

研究兴趣开始从早期的需求弹性，转为服务业生

产率增长的滞后问题。如果把克拉克与富克斯对

这一问题的最初讨论看作是第一阶段的研究的话，

那么围绕 “成本病”的研究可以看作是制造业与

服务业关系问题研究的第二阶段。通过这些研究，

实际上进一步深化了对制造业与服务业关系的认

识。例如，Gundlach［5］强调不能把生产率作为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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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因为实际上考虑到相对价格的变化，服

务业增加值在 GDP 中的实际的份额的变化远没有

那么大，甚至不变。这里面正是由于服务业的需

求弹性导致了服务业相对价格的上升。与 Gundlach
强调需求弹性的作用不同的是，Pugno［6］则从另一

个侧面强调了服务业扩展本身对生产率的正面作

用。在他看来，服务业的发展在生产率的提升过

程中并不完全是消极的，很多的服务业包括教育、
健康和文化服务对人力资本的提升都具有很重要

的作用，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和效率提升。这实际

上是把内生增长引入到制造业与服务业关系的研

究中来。Oulton［7］则提出如果服务业所生产的不完

全是最终产品，而是中间产品，并用于其他产业

生产中的投入，那么从模型的角度看，服务业生

产率的滞后结论则可能被改写。尽管 Oulton 的论

述只是从模型的角度展开的，但所提出的问题却

开启了服务业与制造业关系问题研究的一个新的

阶段。
服务业与制造业关系研究的第三阶段，通过

服务业中间使用概念的引入，把整个服务业区分

为生产者服务业和消费者服务业，并把外包和生

产者服务业作为研究的重点。对于这两类服务业，

也有文献中把它们称之为商务服务业和社会与个

人服务业。商务服务业包括批发和零售贸易，住

宿与餐饮，运输仓储与通信，金融中介，房地产、
租赁和商务服务。另外有一个狭义的商务服务业

概念，只包括计算机及相关服务、研发和其他商

务服务。这一阶段的研究认为服务业从制造业内

部外包出去，是导致服务业快速扩张的重要原因，

并认为这一进程加大了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生产

率的差异。例如，在 Fixler 等［8］所构造的一个竞争

模型中，服务业的外包确实会对服务业生产率下

降带来短期冲击，但是在长期生产率则会有一个

提升。Ten Ｒaa 等［9］则对美国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数据进行了模拟分析，认为服务业的外包

是导致这些时期美国制造业生产率提升的主要原

因。吴利华等［10］则利用投入产出数据对比了中美

两国医药制造行业的投入结构中不同类型生产者

服务业的投入比例，指出美国的医药制造行业依

靠更多的研发等生产者服务业的投入。国际组织

OECD［11］也开展了对 OECD 国家服务经济的大量经

验研究，这些研究也与知识经济等概念融合在一

起。此外，服务业的外包和生产者服务业的兴起

也引起了空间聚集理论研究者的关注，把生产者

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关系作为一种重要的产业

间集聚形式加以研究，这也成为国内研究者近年

来关注的一个热点。例如陈国亮等［12］对二三产业

之间集聚效应的分析，程中华［13］对制造业与生产

性服务业的空间关联与协同定位的研究，吉亚辉

等［14］针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对创新驱动发

展影响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更多采用空间集

聚的测算方法，偏重于计量检验，重点是验证产

业间存在的聚集效应，而非关注制造业与服务业

之间的关系。
上述我们对理论史的分析性回顾其目的在于

从理论演化的背后，寻求人们对于制造业与服务

业两者间关系的认识，从而说明在当前中国经济

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应如何正确处理两者的

关系: 制造业与服务业何者将成为结构转型升级

的核心驱动力?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制造业与服务业

关系的研究中主要关注于两个理论问题，一是服

务经济面临的 “成本病”问题，二是生产者服务

业的兴起。对于第一个问题，在我们看来，“成本

病”问题表面上的原因是服务业生产率的滞后，

然而实际上，“成本病”的本质是制造业与服务业

之间收入分配的一种调整。一方面，工资率的市

场决定机制抬高了服务业的工资水平，另一方面，

收入水平提高对服务更富有弹性的需求进一步提

高了服务的相对价格，从而使得在不同部门，特

别是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出现了价值转移。服务

业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了其他部门，特别是制造业

所创造的价值。所以，鲍莫尔的理论表面上是讲

生产率的差异，但实质上所揭示的是一种剩余分

配机制，这种分配机制正是理论史上古典理论的

分析传统。从最早重农学派魁奈的 “经济表”中，

在非生产部门与生产部门之间所存在的农业剩余

分配机制，到早前二元理论中，通过价格剪刀差，

把农业部门创造的剩余转化为工业化所需的资本

积累，遵循的都是这一古典分析传统。因此，服

务业的兴起是以物质生产部门，特别是制造业发

展为前提，服务业部门较高的工资水平需要以制

造业的高生产率来维持。对于第二个问题，生产

者服务业源于服务外包，它们本身属于工业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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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业的一部分，在外包以后与制造业仍具有紧密

的联系，显然，生产者服务业从根本上依赖于制

造业的发展，并以制造业的发展为前提条件。综

合以上，我们认为在当前的时代，工业化和制造

业的发展仍是这个时代的基础。在两者的关系上，

制造业仍起着主导作用，而非相反，尽管我们并

不否认服务业本身有其特定的作用。

2 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产业联系:

国际比较

利用投入产出方法分析一个部门的产出变化

如何对另一部门的产出产生影响，可以直接利用

经典模型 Δxi = lijΔfj ，其中 lij表示列昂惕夫逆阵中

的元素，也就是投入产出乘数，表示产业 j 最终需

求的变化 Δfj 对产业 i 产出 Δxi 的影响。由于任何

最终产品也都是由直接生产过程生产出来的，因

此 1 个单位的最终产品，也意味着这种最终产品 1
个单位的产出的增加，通过投入产出乘数放大得

到它所拉动的各部门产出的增加。
投入产出文献中人们还提出了一个产出对产

出的乘数。由于 Δxi = lijΔfj ，而 Δxj = ljjΔfj ，进一

步有 ( Δxi ) / ( Δxj ) = ( lijΔfj ) / ( ljjΔfj ) = lij / ljj ，Miller

等人［15］把它称之为完全的产出对产出的乘数，表

示产业 j 的产出增加 1 个单位，所需要的产业 i 产

出的变化量。然而，在我们看来这一乘数概念中

列昂惕夫逆阵中的元素 lij 和 ljj 均是针对最终产品

而言的，产出对产出乘数的经济含义实际上是如

果 j 部门最终需求增加一个单位，既会带来 i 部门

产出的增加，也会带来本部门产出的增加，而该

乘数表示的只是 i 部门产出增加与本部门产出增加

两者之间的一个比值，而外生的初始因素仍是最

终产品。为此本文分析中，仍采用常用的投入产

出乘数。此外，通过就业系数左乘列昂惕夫逆阵，

得到就业乘数，表示单位最终产品带来的所有部

门的就业增加。
我们选择对当今主要制造业大国美国、德国、

日本和中国进行对比研究。各国官方的投入产出

数据中，美国的数据最为系统和全面，美国商务

部经济分析局 ( BEA) 整理并公布了自 1947 年以

来的投入产出表，包括基准表和年度表，最新一

张年度表到 2015 年。欧盟统计处 ( Eurostat) 公布

的德国投入产出数据最新只到 2013 年，日本产业

省是到 2014 年 ( 日本投入产出表的编制由总务省

牵头，多个省厅合作完成，但产业省是主要的编

制部门) ，而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一张投入

产出表则是 2012 年。为此，在下面的经验分析中，

我们主要基于美国 BEA 的数据进行纵向对比分析，

同时利用欧盟资助的一个研究项目所编制的国际

投入产出表及数据 ( World Input-Output Tables and
Underlying Data，WIOD) 来进行四国的对比分析。
WIOD 数据包含 40 个国家的投入产出数据，尽管

也是依 据 各 国 官 方 数 据，但 做 了 延 长，最 新 到

2014 年。
利用上述资料，把服务业分为生产者服务业

和消费者服务业，重点分析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

的产业联系。从美国 1947 年以来的数据的分析可

以看出，在两者的相互关系上，制造业对生产者

服务业的拉动最为突出，而制造业拉动消费者服

务业，以及服务业拉动制造业均不明显。同时，

数据表明生产者服务业的兴起只是从 20 世纪 90 年

代以来成为制造业与服务业关系中的一个突出现

象，这也是这一问题在理论上近年来引起重视的

原因。例如，1947 年单位制造业产品只拉动 0. 172
个单位的生产者服务业，甚至低于服务业对制造

业的拉动，然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迅速上升，1997
年达到 0. 457，之后保持在 0. 4 左右的水平。这一

结果很好印证了前面理论部分的解释，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制造业与生产者服务业之间产业联系的

深化，实际上正是受专业化分工和服务业外包的

影响。进一步利用美国细分数据的分析表明，在

生产者服务业各细分行业中，制造业拉动最强的

就是商务服务业。这一现象也是当前制造业发达

国家德国、日本的一个共同现象。从这几个国家

的比较来看，德国制造业拉动生产服务业的影响

最强，而日本与中国要低一些，从中国近年来的

投入产出数据看，这一系数增长迅速。从服务业

对制造业的拉动来看，德国与美国均较弱，不到

0. 1，日本稍高，也只在 0. 2 左右，但中国却非常

高，达到 0. 6 以上，甚至高于制造业对服务业的拉

动。这种反常的数据结果让我们怀疑中国数据口

径是否与其他国家存在不一致。从中国 2012 年投

入产出数据看，服务业的中间投入结构中，卫生

部门的中间投入比重明显偏高，而卫生部门的中

间投入中主要是医药产品占较大的比重，占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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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7%，而同一时期日本为 30. 6%，美国和德国则

为 6%左右。实际上，这主要是各国医疗体制的差

异所带来的。例如，德国医药产品所有供给 ( 产

出加进口) 的使用去向中，进入到医疗服务部门

的比重只占 5. 7%，医药产品的 41. 7%却是作为个

人消费支出，这里面既包括个人实际支出，也包

括政府转移支付的支出。但是，中国医药产品供

给中用于卫生部门的比重达到 43. 2%，而最终消

费仅占 23. 3%。这说明国外医疗产出更多度量的

是医疗服务，药品外购占很大比重，而在中国药

品则更多算作了医疗行业的中间投入。如果排除

这种数据口径上的差异，各国数据都表明服务业

对制造业的影响并不大。

表 1 主要国家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需求拉动效应

年份

制造业拉动 制造业被拉动

生产者

服务业

消费者

服务业

生产者

服务业

消费者

服务业

美国

2015 0. 424 0. 054 0. 100 0. 135

2012 0. 400 0. 049 0. 125 0. 151

2007 0. 410 0. 053 0. 122 0. 151

1997 0. 457 0. 111 0. 120 0. 180

1987 0. 281 0. 068 0. 145 0. 210

1967 0. 206 0. 063 0. 190 0. 178

1947 0. 172 0. 054 0. 201 0. 200

德国、日本与中国

德国 2014 0. 500 0. 119 0. 129 0. 119

日本 2014 0. 371 0. 092 0. 212 0. 250

中国 2014 0. 383 0. 097 0. 601 0. 686

注: 美国 1947—1977 年数据为 SIC 分类数据，1982—
2015 年数据为 NIPA 分类。

其次，我们利用投入产出方法测算制造业与

服务业对就业的影响，计算单位产品所拉动的直

接和完全就业量。所谓直接就业量是生产过程中

的直接就业人数，而完全就业量则不仅包括直接

的就业人数，还包括中间物耗中所包含的所有间

接参与该产品生产的就业人数。从制造业与服务

业直接就业系数的对比看，服务业的就业系数都

在制造业就业系数的一倍以上，中国更是在三倍

以上，分别为 10. 42 和 35. 46。但是从对整体经济

的就业影响上来看，同样一个单位的产出，直接

和间接拉动的就业，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则非常

接近。中国的完全就业系数制造业甚至超过了服

务业，分别为 75. 40 和 69. 62，与直接就业系数形

成极大的反差。这主要是由于制造业的产业联系

比服务业更广，拉动的相关产业的产出多，相应

拉动的就业也大。对中国而言，更是因为制造业

部门全，产业联系广，造成直接就业和完全就业

的巨大反差。

表 2 2014 年主要国家就业结构与就业乘数

单位: 人 /百万美元

农业 制造业 服务业 其他行业

美国

直接就业系数 4. 58 2. 43 5. 42 5. 31

完全就业系数 9. 40 7. 82 8. 63 8. 56

德国

直接就业系数 9. 26 3. 26 7. 87 4. 44

完全就业系数 16. 93 10. 73 12. 50 10. 85

日本

直接就业系数 19. 42 3. 93 9. 11 6. 27

完全就业系数 28. 13 13. 78 14. 16 14. 44

中国

直接就业系数 136. 40 10. 42 35. 46 12. 25

完全就业系数 181. 65 75. 40 69. 62 63. 94

注: 美国、德国、日本就业数据来自 OECD 数据库，

中国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推算。

3 结论: 我们为什么仍要重视制造业
综合上面理论和经验的分析，我们可以对制

造业和服务业关系进行一个总结，并进一步说明

对于中国而言，为什么仍要重视制造业的发展，

把制造业发展作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核心环节。
因为正如前面所分析的，无论是 “成本病”的理

论解释，还是生产者服务业的兴起，都表明服务

业的兴起是以制造业为条件而非相反。具体而言，

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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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制造业的发展为经济增长提供物质基础，制

造业的产业分工与专业化，带来技术进步和生产

率的提升

经济增长的前提是资本的积累。如果生产出

来的所有产品都被消费掉，在理论上这是简单再

生产。现代经济的特征则是扩大再生产。扩大再

生产主要表现为在生产出所有当期消耗掉的材料

之外，还要生产出扩大生产的物质材料，主要是

形成生产能力为目的的，以机器设备、建筑物为

代表的资本品。服务业由于其产品特性大多表现

为生产与消费的同时实现，因此除了极个别的如

软件产品等之外，更多表现为消费品。此外，生

产 率 的 提 升 往 往 表 现 为 一 种 “体 现 的

( embodied) ”技术进步，从而依赖于机器设备和

制造业。因此，一个以服务业为主体的社会，在

物质条件上很难支撑一个高成长的经济。同时，

由于制造业高度的产业细分，专业化和规模经济

效应明显，推动技术创新和生产效率的不断提升。
过度服务业化将很大程度上降低经济增长速度，

使得生产率低下，乃至经济发展停滞。
3. 2 制造业生产链条长，分工细，产业相互联系

密切，对经济的潜在影响大

上述分析表明，尽管服务业直接拉动就业多，

但是制造业间接拉动的就业量反而更大。如果考

虑到生产者服务业只不过是制造业内部某些生产

环节的外包，那么，制造业产业联系的范畴将更

大，影响也更广。同时，由于产业联系的扩展与

深化，一个行业的技术创新会在相互联系的不同

行业之间扩散，带来技术外溢。
3. 3 制造业是经济剩余的重要源泉，制造业的停

滞也会导致分配关系的恶化

从价值层面看，经济理论在不同时期对价值

概念有着不同的看法。今天的新古典理论，建立

在效用价值论的基础上，所有的劳动都创造价值，

无论是产品的价格，还是要素的价格，均由供求

来决定，使得收入分配内生到市场机制中，从而

剥削也无从谈起。但是，西方古典理论根据是否

创造经济剩余，把生产分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

性劳动。生产性劳动创造价值，而非生产性劳动

不创造价值，只是分享价值。因此，以古典政治

经济学概念为基础所建立起来的 MPS 核算体系中，

就有了物质生产部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区分。

物质生产部门主要就是农业和工业，以及服务业

中的商业和运输业，而非物质生产部门则包括大

部分的服务业。在古典经济理论的意义上，服务

业作为非物质生产部门居于从属地位。尽管今天

我们的理论界更多认同的是新古典理论，但是古

典理论所揭示的部门之间的相互联系，并在这种

相互联系中演化与发展，却是现代分析概念，如

二元理论、“成本病”等理论的本质含义。此外，

价值概念不仅具有社会属性，是社会关系反映，

因而也具有历史属性。对不同产业的重视程度是

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相关的。在农业社会中，

人们的生产活动是围绕农业生产而展开，到了工

业革命之后，则围绕工业而展开。今天，工业化

社会强调服务业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忽

视制 造 业 的 重 要 作 用。毕 竟，在 战 争 与 饥 荒 面

前，服务产品不如工业品重要，而工业品甚至不

如农产品重要。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些特殊条件

下，一国 的 经 济 综 合 实 力 绝 不 是 服 务 业 所 能 承

载的。
3. 4 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一国的经济结构从属

于国际分工体系，通过提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推动中国整体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中国外贸上经常表现为货物的顺差，和服务

贸易的逆差。实际上，这一状况是国际分工体系

的结果，要改变这一状况，需要首先改变分工结

构，而分工结构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实现得。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制造业

大国，但还不是制造业强国。在未来的发展上，

需要进一步提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优势。从长远

来看，生产者服务业最终仍是服务于制造业，不

可能脱离制造业而发展，否则就失去了服务的对

象。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随着美国制造业的流失，

生产者服务业也受到影响。这为我们提供了前车

之鉴。那种试图削弱制造业，通过增强服务业来

提升中国产业竞争力的做法，恰恰是舍本逐末。
正相反，研发、设计和全球营销，以及附带的法

律、会计、保险、公司金融等都会随着制造业生

产和贸易的扩展，而逐步衍生和发展起来，而这

正是生产者服务业的本来含义。
综合以上，我们强调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

关键时期，我们不仅不能削弱制造业的发展，而

是要以制造业的升级为核心来带动整体经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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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型升级，而非相反。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到

服务业所包含的不同产业在性质上存在很大的不

同，这种差异要远大于制造业，而生产者服务业

的兴起，不仅改变了传统的服务业的内涵，也重

塑了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关系。在这样的背景

下，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的联系不断深化。一方

面，制造业为服务业提供新的技术条件，使得现

代物流、网络金融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的全面

兴起; 另一方面，依赖于信息技术等的现代服务

业也为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条件。制造业

与服务业的相互融合成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重

要方向和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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